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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契约规制视角构建了“屡审屡犯”模型，通过中央政府与各职能部门之间不同的缔约理论模型分
析“屡审屡犯”产生的根源、政府审计起作用的路径以及政府采购稳定契约的作用机制后发现，中央政府仅依靠预

算机制无法有效规范职能部门的行为，在某些极端情况下职能部门甚至会出现追求高违规收益的现象；在责任追

究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政府审计更重要的作用表现在审计结果公告上，通过“声誉机制”起到规范职能部门行为

的作用；政府采购起到了专用性投资的作用，稳定了中央政府与职能部门的契约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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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屡审屡犯”是近年来政府审计遇到的突出问题之一。“屡审屡犯”现象的出现，严重影响了国家

财经纪律的规范性和严肃性。如何破解“屡审屡犯”的怪圈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许多审计理论

研究者对这一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如蒋大鸣等提出在财政审计“协同论”理念下，针对相

关部门，通过财政审计建立健全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可以逐步缓解财政审计中“屡审屡犯、屡犯屡

审”的问题［１］。欧阳华生等通过对预算执行审计的实证分析，认为体制缺陷是“屡审屡犯”问题的制

度性障碍，解决“屡审屡犯”问题应从弥补体制缺陷开始［２］。齐兴利从发挥“免疫系统”功能的角度提

出“免疫系统”的预防作用能够改变“屡审屡犯、屡犯屡审”的恶性循环状态［３］。尽管以上研究对解决

我国“屡审屡犯”的问题均有建设性，但却没有从制度上分析和探究“屡审屡犯”的机理和根源。刘家

义审计长曾指出“屡审屡犯”是制度性的问题①，因此本文拟从契约规制视角来研究“屡审屡犯”，以期

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新的思路。

本质上讲，政府各职能部门在政府组织机构中各有分工，具有不同的职能，并通过中央政府划拨

的预算资金行使职能。财政预算机制是职能部门与中央政府的经济联结点，预算机制作用的发挥是

依靠《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简称《预算法》）保障的。但是，保证职能部门合规使用财政资金仅

有《预算法》是不够的，还必须使用行政手段干预，即设立政府审计部门，通过政府审计对预算执行进

行监督。以此为基础，本文从契约规制的视角构建相应的治理模型，在中央政府和职能部门重复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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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②的基础上分析不同情况下中央政府与职能部门缔约的博弈过程及特征，探寻“屡审屡犯”问题的

根源、政府审计的作用路径以及解决“屡审屡犯”的其他机制。

二、“屡审屡犯”问题的基础契约规制模型

本文假设在经济中有一个中央政府和一个职能部门，他们之间存在一个纵向关系，为了缔约模型

的简单化，假设纵向关系由中央政府、职能部门和财政资金构成，且风险中性。每个阶段初，预算审核

通过后，职能部门运用财政预算资金行使自己的职能，该职能对中央政府有专用性价值，但也可违规

使用财政资金实现其他的用途。很明显，合规使用财政资金产生的收益属于中央政府，违规使用财政

资金产生的收益属于职能部门，且合规使用财政资金产生的中央政府收益要高于违规使用财政资金

的职能部门收益。

职能部门在每个阶段选择一个行动向量 ａ＝（ａ１，ａ２，ａ３，…，ａｎ）
Ｔ，成本为 ｃ（ａ），在行动中合规使

用财政资金的中央政府收益为 Ｑ，违规使用财政资金的职能部门收益为 Ｇ。而且，对中央政府来说，
其收益可能较高，为 ＱＨ，也可能较低，为 ＱＬ。由于违规使用财政资金有多种形式，产生的价值也有高
低之分，假设 ＱＨ＞ＱＬ＞ＧＨ＞ＧＬ。这一假设是合理的，因为违规使用财政资金产生最高的收益不可能
比合规使用财政资金的最低收益高。职能部门行为影响收益高低的实现：实现ＱＨ的可能性为ｑ（ａ），
实现 ＱＬ的可能性为１－ｑ（ａ）；实现 ＧＨ的可能性为 ｐ（ａ），实现 ＧＬ的可能性为１－ｐ（ａ）。

若给定职能部门的行动，使用财政资金实现收益则是有条件的。假设 ｃ（０）＝０，ｐ（０）＝０，ｑ（０）
＝０，即职能部门不行动，没有成本也没有机会实现收益，令 ΔＱ＝ＱＨ－ＱＬ；ΔＧ＝ＧＨ－ＧＬ。
令中央政府满意的职能部门最优行动 ａ须满足下式的最大化，即扣除行动成本之后的预期收益

Ｓ ＝ＱＬ＋ｑ（ａ
）ΔＱ－ｃ（ａ）。

有一个关键的因素影响职能部门的行动选择，即财政资金使用的独立性。如果职能部门独立拥

有财政资金使用的权力，他们可以和中央政府进行讨价还价。我们知道，尽管中央政府与职能部门在

政治上有从属关系，但预算审核通过后，预算资金的使用就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因此，本文假设行动

ａ只有职能部门自己知道，是不可观察的变量，行动（也包含外部条件变量）是契约的状态依存变量，
是不可能外部执行的。此外，中央政府和职能部门都能观察到实现了的 Ｑ和 Ｇ。

为了简化问题，假设职能部门的行动由两种行动构成：ａ＝（ａ１，ａ２）
Ｔ，生产可能性函数 ｑ（ａ）和 ｐ

（ａ）分别是：ｑ（ａ）＝ｑ１ａ１＋ｑ２ａ２；ｐ（ａ）＝ｐ１ａ１＋ｐ２ａ２。
其中，ｑ１，ｑ２，ａ１，ａ２≥０。这包含两个基本情况：（１）单维度的努力（ｑ２＝ｐ２＝０），增加违规使用财政资

金的高价值（ＧＨ）的努力，也增加对中央政府而言的高价值（ＱＨ）的可能性；（２）多任务努力（ｑ２＝ｐ１＝０）。
在这里，职能部门需付出较大成本影响价值Ｇ，且这时对Ｑ没有效应，因此会严格减少总合作剩余。

三、预算机制的契约理论模型

（一）构架描述

首先假设不存在审计监督，以“中央政府 ＋预算机制 ＋职能部门”为基本构架。以预算关系联
结的中央政府和职能部门是通过政府预算机制的契约方式工作的，尽管他们之间在政治上具有较

强的依附性，但在经济上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一般职能部门的财政预算通过审核后，预算资金的使

用权也是很明确的。在预算执行过程中，职能部门只要按照预算约定的事项使用财政资金，中央

政府则很少干预职能部门。因此，职能部门在财政资金的使用上具有较大的独立性，而这种独立

性使得该模式下公共租金耗费很低。但是，这种模式所依托的仅仅是年度预算。年度预算即为短

期契约，这种契约期限短，容易发生变化，因而职能部门的调整较为频繁。由于违约收益经常高于

违约成本，职能部门极易发生违规使用财政资金的现象。短期契约的特征决定了这种模式的不稳

定性和履约的风险性。由于有限理性，职能部门不可能预计到每年度将要发生的所有事项，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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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预算束缚了职能部门的行动。中央政府如果在预算执行过程中进行跟踪监督，就会产生较高

的监督成本。另外，当前财政预算机制中事权与财权不对称，预算安排不足，这使一些部门以较小

的财权承担过多的事权，财力十分困难，违法违规不得已而为之［４］。因此，目前的预算机制较难约

束职能部门的违规行为。

（二）治理机制

该构架的治理机制是预算。在这样的契约关系中，主体双方的目标函数往往并不完全一致，

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如果一方受机会主义行为驱使，就容易产生败德行为，这就决定了双方契

约关系具有很高的内在风险性。预算编制经过审核后会形成新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央政府的目的

就在于控制行政成本，提高行政质量，增强财政资金使用的绩效。职能部门具有财政资金的使用

权，可能会更多地考虑代理人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违规使用财政资金的现象就会出现。

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职能部门在预算审核通过后可以选择合规使用财政资金，也可以选择违规

使用资金，在预算契约下中央政府和职能部门进行纳什谈判：中央政府承诺在预算中包含职能部门违

规使用财政资金的收益 Ｇｊ，以便中央获得合规使用资金的收益 Ｑｉ①，这样中央政府实际收益为
Ｑｉ－Ｇｊ
２ 。职能部门得到的收益

Ｑｉ＋Ｇｊ
２ －ｃ（ａ），职能部门选择行动ａψ。

当ΔＱ＝０时，中央政府不能从职能部门的努力中受益，因而最佳努力水平为零，但职能部门将扩
展努力水平影响Ｇｊ，因为Ｇｊ的大小影响到职能部门与中央政府的纳什谈判结果的收益大小。当 ΔＧ
和ΔＱ都为负时，职能部门可能会选择一种错误的行动：在增加收益 Ｇ上付出更大的努力水平，即便

这种努力对Ｑ没有影响。预算执行后，中央政府的总收益为：Ｑｉ－
Ｑｉ＋Ｇｊ
２ ＝

Ｑｉ－Ｇｊ
２ 。

我们用一个模型来反映该类契约的运行机制。职能部门按照契约规定使用预算资金，其成本

为ζ，且获得由中央政府支付的收益Φ，而中央政府得到高收益和低收益的概率分别是ｑ（ａ）和１－
ｑ（ａ），中央政府获得收益为：ＥＲ１＝［１－ｑ（ａ）］ＱＬ＋ｑ（ａ）ＱＨ－Φ。职能部门违规使用预算资金，ω
为违规使用成本，且职能部门获得高收益和低收益的概率分别是 ｐ（ａ）和１－ｐ（ａ），那么职能部门
获得违规收益为：ＥＲ２＝［１－ｐ（ａ）］ＧＬ＋ｐ（ａ）ＧＨ－ω。由于监督成本过高，职能部门在资金使用上
具有独立性。假设中央政府和职能部门都能观测到违规事实，中央政府面对职能部门的违规行动

也有两种选择：一是接受违规使用财政资金的事实，职能部门的收益为 ＥＲ２，中央政府收益为０。
二是追究责任，没收职能部门的违规收益，职能部门收益变为 －ω，但追究责任是有成本的，记为

图１　预算契约治理机制的模型

υ。由于没收职能部门的违规收益并没有增加
中央政府的收益，因此追究责任时，中央收益

为－υ。ＥＲ１和 ＥＲ２都是期望收益。我们假定
无论合规使用资金还是违规使用资金都会出

现两种情况，即付出较大的努力得到较大的收

益，或者付出较小的努力得到较小的收益。如

图１所示。

追究责任是一个严格劣势策略，我们可以不考虑它。当 ＥＲ１＞０，Φ－ζ＞ＥＲ２时，职能部门合规
使用资金是博弈均衡的结果。当ＥＲ１＜０，Φ－ζ＜ＥＲ２时，职能部门违规使用资金且不追究责任是博
弈均衡的结果。其他情况则不存在博弈均衡。以上两种情况较难保证，这说明职能部门和中央政府

的预算契约关系不稳定。由此，审计监督作为契约的补充的组织形式便会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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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审计监督下的预算契约理论模型

（一）架构描述

审计监督下的预算执行方式是：职能部门先根据年度的预计支出编制预算，中央政府对此进行审

核，职能部门按照审核通过的预算额度使用财政资金，然后由审计部门进行预算执行审计，并对审计

结果进行公告。

在政府的长期治理过程中，“屡审屡犯”问题已由一次博弈演化为重复博弈。我们考察在契约履

行的第ｍ个阶段职能部门是否会选择违约。职能部门选择违约的当期收益为Ｒ，但是在以后的各阶
段，职能部门会以概率θ丧失中央政府的信任，其损失是各期损失θ×（Φ－ζ）的贴现值之和 ＰＶ＝∑

θ×（Φ－ζ）
（１＋β）ｔ

（β为时间贴现率）。只要θ足够大、β足够小，一定有ＰＶ＞Ｒ，违约的成本大于收益。权

衡利弊，职能部门会选择守约。这种思想在俗定理中得到了体现。

（二）治理机制

Ｋｒｅｐｓ（克雷普斯）认为俗定理是“声誉机制”作用的结果。他指出，在不确定条件下声誉是极其
重要的。个体愿意和具有良好声誉的主体进行交往［５］。因此，声誉好的职能部门在政治与经济利益

的满足上都会得到中央政府的特别照顾。如果职能部门选择违约，其声誉价值就会迅速下降，此后的

较长时期内职能部门都要承担因此带来的损失。在重复博弈情况下，职能部门一般会选择守约，至于

建立声誉所花费的代价，则可以从中央政府那里得到弥补。

因此，在责任追究机制缺失的情况下，目前政府审计的重要治理机制是审计结果公告制度，但它

会影响到职能部门的声誉。我们可以运用数学模型来刻画审计在抑制职能部门机会主义行为方面的

作用。假设中央政府通过审计结果公告形成信息共享机制，每个职能部门的行动都能被其他职能部

门所了解。由此，审计部门最重要的职能是发挥声誉机制的作用。

职能部门可能采取机会主义行为Ｓｉ，如违规使用财政资金。由于审计结果公告，中央政府对职能
部门的机会主义行为很清楚，并按照这些机会主义行为给中央政府带来的危害大小对Ｓｉ进行降序排
列。中央政府观察到一系列的信号Ｄｉ（ｉ＝１，２，…，ｍ），然后根据这些信号进行贝叶斯推断，进而对职
能部门进行划分，在划分的基础上确定职能部门会得到的收益。中央政府支付的收益为Ｘｉ＝ｆ（Ｓｉ）。

在没有共享信息之前，中央政府推断的概率为：Ｐ１ｉ（Ｓｉ｜Ｄｉ）＝
ｐ（Ｓｉ，Ｄｉ）

∑
ｍ

ｉ＝１
ｐ（Ｓｉ，Ｄｉ）ｐ（Ｄｉ）

（ｉ≠１）

职能部门采取机会主义行为Ｓｉ时的期望收益为：

Ｈ＝ｐ１ｉ（Ｓｉ｜Ｄｉ）Ｘｉ＋（１－ｐ
１
ｉ）Ｘ－ｉ，其中，Ｘｉ＝ｆ（Ｓｉ），Ｘ＝

∑
ｊ≠ｉ
ｆ（Ｓｊ）

ｎ－１
在共享信息之后，中央政府进行事后推断的概率为：

ｐ２ｉ（Ｓｉ｜Ｄｉ）＝
ｐ（Ｓｉ，Ｄｉ）

∑
ｍ－１

ｉ＝１
ｐ（Ｓｉ，Ｄｉ）ｐ（Ｄｉ）

（ｉ≠１）

在ｉ≠１时，明显有：∑
ｍ－１

ｉ＝１
ｐ（Ｓｉ，Ｄｉ）ｐ（Ｄｉ）＜∑

ｍ

ｉ＝１
ｐ（Ｓｉ，Ｄｉ）ｐ（Ｄｉ）。

如果ｉ＝１，Ｐ２（Ｓｉ｜Ｄｉ）＝１，ｐ
１
ｉ（Ｓｉ｜Ｄｉ）＞ｐ

２
ｉ（Ｓｉ｜Ｄｉ）也明显成立。因此，ｐ

２
ｉ（Ｓｉ｜Ｄｉ）＞ｐ

１
ｉ（Ｓｉ｜Ｄｉ）对于

所有的ｉ成立。这表明，由于审计结果公告，中央政府与职能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增加，ｐｉ随之增大。
因此，如果中央政府能够利用审计结果公告，机会主义行为较小的职能部门得到的收益就会增加，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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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行为便会减少。

事实上，我国审计结果公告制度缺乏法律的刚性约束，还不够完善［６］。审计结果公告仅是减少

了职能部门的机会主义行为，而θ和β两个参数还远没达到理想状态①，“屡审屡犯”问题仍在不断出
现，这就需要我们考虑其他治理途径。

五、政府采购介入的预算契约理论模型

（一）架构描述

用专用性投资维系双方契约关系稳定的思想最早来自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威廉森）。威廉森指出，在不
确定性条件下，面对充满机会主义、存在各种复杂交易的现代经济交易关系，还需要设计一种交易专

用性程度高的交易契约，这就是所谓的关系性契约。它是非正式契约的一种，能够随着交易时间的延

续和交易的展开进行不断的修正，因此能有效降低正式契约执行中的交易成本［７］。这种契约最明显

的特征是，契约双方均尽量借助于自身特有的知识优势来应对信息环境［８］。因此，Ｋｌｅｉｎ（克莱因）认
为通过法院强制执行契约并不总是一种有效的方法，一种有效的方法是缔约双方能够规定一种自动

履行的范围，通过缔约双方的履约成本而使契约自动履行［９］。

中央政府通过专用性投资来抑制职能部门的违规行为。政府采购的初衷是要引入市场竞争机

制，但从政府采购的程序看，它却起到了专用性投资的作用。这是因为政府各部门要购买的物品必须

经政府采购中心采购，而不能自行随意采购，即通过专用性投资实现预算专用性。由于政府采购的存

在，职能部门按照预算使用资金，让渡了资金流向的选择权。从职能部门角度而言，他们担心政府采

购能否以合适的价格买到满意的产品。对政府而言，他们担心的是政府采购的商品是否是职能部门

所需要的。为了压制双方的机会主义动机，维持双方的长期交易，专用性显得非常重要。

（二）治理机制

假定专用性投资通过政府采购实现，政府采购的治理机制即为预算专用性，但是政府采购是有成

本的，即维持政府采购正常运转的投入为Ｚ，并假定Ｚ为沉没成本。假设中央政府存在一个政府采购
收益函数φ＝φ（Ｚ），该收益主要是为了保证预算的专用性，使政府获得社会收益。这种保证需要政
府采购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的投入，且投入越多越能保证预算的专用性，政府获得的社会收益也越

大。因此，该函数为成本Ｚ的单调增函数，在没有采购时收益为零，即φ（０）＝０，φ′（Ｚ）＞０，φ″（Ｚ）＜
０。同时，职能部门存在一个政府采购的违规限制函数 η＝η（Ｚ），维持政府采购运行的投入越大，对
职能部门的违规限制越大。因此，该函数同为成本 Ｚ的单调增函数，在没有采购时限制为零，即 η
（０）＝０，η′（Ｚ）＞０，η″（Ｚ）＜０。该限制函数主要用于职能部门违规使用财政资金时，减少职能部门
的收益。与之前的博弈相比，图１的支付值发生了变化，支付结果为：（Φ－ζ，ＥＲ１′）；（ＥＲ２′，－Ｚ）；
（－ω，－υ－Ｚ）。其中ＥＲ１′＝［１－ｑ（ａ）］ＱＬ＋ｑ（ａ）ＱＨ－Φ＋φ－Ｚ；ＥＲ２′＝［１－ｐ（ａ）］ＧＬ＋ｐ（ａ）ＧＨ－
ω－η。

实行政府采购后，政府的预期收益发生了变化，实现职能部门合规使用资金的博弈均衡的条件

为：Φ－ζ＞ＥＲ２′和ＥＲ１′＞－Ｚ。这两个条件比ＥＲ１＞０和 Φ－ζ＞ＥＲ２更易实现，于是我们发现由于
政府采购的出现，契约变得更加稳定，而且采购成本越高，预算专用性越大，契约稳定性就越强。

六、结论

本文在契约规制视角下深入分析了“屡审屡犯”的内在机理，从而得到以下主要结论：一是中央

·４２·

①如前文所言，理想状态即为当θ足够大、β足够小时，能够满足ＰＶ＞Ｒ，职能部门选择守约，“屡审屡犯”问题不再出现。在重复
博弈过程中，只有审计结果公告作用的充分发挥，θ作为丧失中央政府信任的概率才会变得足够大。



政府仅依靠预算机制是无法有效规范职能部门行为的，职能部门甚至在某些极端情况下会出现追求

高违规收益的现象。二是在责任追究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政府审计可以通过“声誉机制”达到规范

职能部门行为的目的。三是政府采购起到了专用性投资的作用，稳定了中央政府与职能部门的契约

关系。

“屡审屡犯”是制度性问题，我国现行的预算机制以及不完善的审计结果公告制度共同造成“屡

审屡犯”。本文反驳了在“屡审屡犯”问题上政府审计功能弱化的观点，强调目前政府审计起作用的

重要途径是审计结果公告制度，审计机关应完善审计结果公告制度，强化审计结果公告的执行力度。

另外，本文借鉴威廉森的思想将政府采购作为专用性投资来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严格执行政府采购会

减少“屡审屡犯”发生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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